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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川北地区的水利纷争与水资源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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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清代川北地区的水利纷争，以是否跨越县级行政区划为标准，分为两县间的纷争与县内各灌区间的纷
争。相应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主要包括确立分水原则与日常堰务管理两部分内容。水利纷争一方面反映了各灌区
间的用水矛盾;另一方面，纷争的解决又推动了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完善。分水原则的确立、日常堰务工作的开展是
实现水利设施有序灌溉、持续灌溉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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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ter Disputes and Water Ｒ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Northern Sichuan of Qing Dynasty
CHEN Gui-quan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100190，China)
Abstract:In the Qing Dynasty，on the standard of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the water disputes in the northern Sichuan areas
we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the water disputes between counties;the water disputes between the various irrigation areas within one
country． The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 system was to solve disputes，mainly including the principle of watershed and daily business
weir management． Establishing the principle of watershed and carrying out the daily service work are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the
ordered water conservancy facilities and continuous irr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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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四川农田水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高峰
期。这一时期四川的水利建设呈现出“由点到面，
全面铺开”的特点，除川西平原等传统水利发达地
区之外，其他各地的水利事业也迅速发展。与基础
水利设施相伴而至的是相关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建
立，清代川北地区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经历了一个从
无到有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起推动作用的便是
一次次的水利纷争。目前学界对于四川水利纷争与
水资源管理制度的研究，多集中在成都平原地区①，
其他地区虽也有所涉及［1］，但仍有深入研究的空
间。因此，本文拟对清代川北地区②的水利纷争与
水资源管理制度作一分析，主要包括两个问题:其
一，地方水利纷争的类型、原因、性质等;其二，讨论
地方政府在解决水利纷争中所商定的水利管理制度
的作用，以期比较全面地探讨水利纷争与水资源分
配制度之间的关系，为今日四川农田水利管理事业
提供些许历史经验。
一、水利纷争的主要类型
在水利纷争中，行政区划的同一与否关系到纷
争调解的难度与效度。对于那些处于一县之内的灌
区间发生的水利纷争而言，其调解的难度远小于发
生在不同县之间的水利纷争。行政区划因素是影响
水利管理能否取得理想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故此
处以是否跨越县级行政区划为标准，将清代川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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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典型水利纷争分为两县间的纷争与县内各灌区
间的纷争两大类型。
(一)两县之间的水利纷争
1．“李扯火”水案
“李扯火”又称“打李扯”，是四川方言，有“办事
不靠谱、敷衍、蒙混”等意思。“李扯火”这一俗语的
出现与清代四川绵竹、什邡二县的一起典型水利纠
纷有密切关系。
清代绵竹、什邡分属于直隶绵州与成都府治下，
两县以石亭江为界。明万历年间，两县分别于石亭
江上各修筑两道河堰引水灌田，均分水利③。清康
熙五十四年(1715) ，两县因重修水利工程而起纷
争④，自此便开始了长达二百余年的水利纷争⑤。清
初在政府的倡导下，四川省开始大兴农田水利建设。
是时，绵竹县堰民提出重新修复于明季战乱中受损
的新堰、火烧堰，但遭到了什邡县堰民的反对。经一
番争论之后，在时任绵竹县令王谦言与什邡县令丁
士一的协调下，什邡堰民最终仅同意绵民复开火烧
堰故道。嘉庆《什邡县志》记“康熙五十四年
(1715) ，绵民横江筑堰与李堰争水。……奉上官劝
谕，李堰悯念领封，与之分水”⑥。
从此作为什邡、绵竹两县界河的石亭江上，便形
成了“一江、两县、三堰”的状态。但什、绵两县的此
次水利分配打破了已往的分水均势，且两县最初也
并未商定朱、李、火三堰分水的具体办法，这就直接
导致后来两县水利纷争的频频发生。直至乾隆十八
年(1753) ，在两县县令的主持下，两县堰民才定下
“三七分水”的原则，并将其定为成规，永不毁改。
“三七分水”指的是什邡朱家堰、李家堰共占水七
分，绵竹火烧堰占水三分。但实际上由于朱家堰位
于石亭江上游，所以分水时朱家堰先分水四分，再由
火烧堰、李家堰均分所剩之水。因此，事实上“三七
分水”原则是由朱堰与李堰、火堰的“四六分水”原
则与李、火二堰间的“三三分水”原则构成。关于三
堰分水的详细情况如下:
石亭江上游砌石有平梁，水流分东西两支:
西灌什邡朱家堰得水十分之四;东灌什邡李家
堰、绵竹火烧堰，各得水三分。距平梁里许马鞍
山下系李、火两堰分水处，向右碎石子扎成人字
鱼嘴一道，平分水分。李堰接水河口在鱼嘴之
左，火堰接水河口在鱼嘴之右。⑦
从此各级官员在调解绵竹、什邡的历次争水纠
纷时，始终以“三七分水”的原则为圭臬。但因“三
七分水”体系本身并不合理，也未能实现永弥纷争
的初衷。两县水利纷争“迄清康熙五十四年，……
其后历有控争，旋告旋结，几与清代相终始”⑧。期
间争讼最激烈的一次，为清咸丰元年(1851)“绵民
欲设分水平梁，什民开挖新河”而引起的纷争⑨。民
国时两县纷争如故，且愈演愈烈。时至新中国成立
后，于 1953 年“两县发扬团结互让精神，分水比例
调整为什邡六点三成，绵竹三点七成;1963 年再次
调整为什邡朱、李二堰六成，绵竹火堰四成”［2］8。至
此两县延续两个多世纪的水利纷争才得以彻底解
决。
2．惠泽堰水案
惠泽堰现名“东风堰”，堰口位于今绵阳市游仙
区游仙镇南、涪江东岸之老鹰滩，主渠全长 23 公里，
引涪江水灌绵阳之游仙区、三台之南明镇田地 7 万
亩⑩。惠泽堰灌溉系统的形成颇为周折，同治《直隶
绵州志》卷十《水利志》载:“惠泽堰，……乾隆初，绵
州生员邱凤来、潼川叶相贤，鸠众捐金修堰，禀明州
牧罗克昌、郡守费元龙，就罗锅碥兴工开渠，日久不
就。详明督宪，委员度地，改于石人觜修筑，以资费
不足，旋罢。乾隆二十八年(1763)州人熊绣呈官认
修，历岁破产而成。(乾隆)四十六年(1781)被水冲
塌。次年九月，绵州民侯达、刘珍、侯世才，潼川民张
人福、姜惠、李元庆等鸠众复修。改堰口于今之黄斑
石，堰成。”瑏瑡另据民国《三台县志》卷二《堤堰》云:
“乾隆十九年(1754) ，郡守费元龙，绵州牧罗克昌请
制军瑏瑢奏准，复请于盐茶耗羡公项内，借二千两作经
始费，限二年内按亩摊还。是年八月从石人觜开工
……。”瑏瑣但开堰沟二百余丈之后，“旋因工费渐耗，
承办官员又垫支若干金”，工仍未成。次年(1755)
六月，四川总督黄廷桂“亲往勘视，勘得原开之石人
觜，形势不顺，难立壩头”，另定于水凤垭处开沟。
后又委专员方伯周，详细勘察地形，以确保工程顺利
完成。方伯周在进行实地考察后，建议将“堰口再
移于上游略高之处……其已开各沟从前尺寸或有舛
错不合者，即分别高下，速为改正”瑏瑤。最终，选定于
水凤垭上游的惠泽溪开堰口瑏瑥。至此，修建惠泽堰
选址上的问题才得到最终解决，同时官府再拨银三
千一百三十余两支持工程修建瑏瑦。此时有人认为惠
泽堰工程“据现在经营，虽断无不成之理”，然此工
程之浩大，所需经费之多，出乎所有人之预料，“开
凿数年后，工大费多，卒难底绩”瑏瑧。直到乾隆二十
八年(1763) ，绵州生员熊绣瑏瑨捐资续修，三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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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6)惠泽堰工程才得以最终完成瑏瑩。
惠泽堰竣工后，两县公议“受水田户按亩抽田”
以筹修建之费。而对于如何分水，两县则有分歧。
导致分歧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绵阳的地理优势，使
其多占水利，引起潼民不满。绵阳灌区位于惠泽堰
的上游，受水之利优于三台灌区，而且绵阳“受水田
地，倍于潼之三台”。正所谓“使水有高下”，有限的
堰水，在满足绵阳灌溉后，水量势必减少许多。二是
增开的水口，又减少了三台的供水量。堰成之后，两
县为补偿开堰时堰旁受损的田地，“议开水口以资
灌溉”，但所开水口又在三台分水口之上。于是绵
阳、三台因分水不均，兴起讼端。林儁《惠泽堰记》
云:
左家岩一处自开堰以迄，续修挖毁左姓民
人田地颇多，所毁之田议开水口以资灌溉，其地
均在潼县分水之上，其时均在潼县分水之先。
此皆宜于惠泽堰内取水不在潼县分数之内者
也。盖绵之受水田地倍于潼之三台。出资者既
按亩而抽田，取水者亦当计亩而均灌。乃绵民
欲按地而分配，潼民又以齐水为适均，而两造之
讼成矣。案牍之繁积于数载。
可见，对于分水原则意见的不统一是引起两县
纷争的主要原因。此外，偶有堰民不尊旧规，擅开新
沟盗引堰水也会引起纷争。
(二)县内各灌区间的水利纷争
1．由开修沟渠引发的纷争
绵阳翥鹤堰本为玉营坝民于乾隆十七年
(1752)兴工开凿。近邻林坝居民呈请与玉营坝“合
沟引灌”共同开凿。两坝居民在官府的主持下商
定:“林坝田多，开沟七尺;玉营坝田少开沟五尺，共
成一丈二尺。”但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林坝因工费不
济，未能完成既定任务，玉营坝民便独立开沟五尺，
开通翥鹤堰引灌田亩。时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 ，
林坝居民旧事重提，欲与玉营坝同沟引灌。但玉营
坝堰众“恐遇岁旱河涸，水不敷灌，致启争讼，不允
同沟”。后经两坝堰首商议，玉营坝同意与林坝合
沟引灌，但要求林坝堰民“仍照原议，再宽开堰沟七
尺”，而林坝这次又因“无力开修”使两坝议定的内
容成为一纸空文。对于林坝堰民一再失信的行为，
玉营坝堰众非常反感，所以当乾隆五十八年(1793)
林坝士民再提“继续前工”时遭到玉营坝堰众的强
烈反对，两坝之间纷争再起。后来，在绵州府主持的
调停之下，两坝居民协定“开修沟道宽窄仍照(乾
隆)十七年原议，每年放灌先尽玉营坝灌足，然后灌
及林坝，其余条例悉照旧”。两坝协定内容刻碑，立
于玉营坝东岳庙，至此两坝的水利纠纷才算完结瑐瑠。
2．筒车数量过多引发的纷争
清代，筒车在四川农田水利事业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与其他提灌水车相比，筒车以流水为动
力，极大地节省了人力。但若同一堰沟内筒车过多，
便会影响到下游灌区的正常用水，纷争便由是而起。
川北地区因筒车使用过多引起的水利纠纷，以梓潼
县宏仁堰、彰明县长青堰为代表。
梓潼宏仁堰内，筒车提水与沟渠引水间的矛盾
由来已久。先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 ，地处渠道上
游的李家坝有“筒车三架，高安门坎，窄砌夹石，下
游不能通畅”始酿纷争。道光五年(1825) ，官府发
文规定:“堰渠车水，只准用龙骨车，不得系扎筒
车。”但堰民却并未遵守规定，以至于纷争迭起，堰
民间争水互殴事件时有发生。咸丰时，县令张香海
明确规定了宏仁堰内的水利分配与管理制度，并对
违规使用筒车的行为进行了最为严厉的处罚，这才
根除了宏仁堰的纷争隐患［3］444。
清光绪时，彰明县长兴、兴源、青莲三堰士民，因
水利纠纷屡起讼端。而引起三堰纠纷的主要原因便
是“因上中两堰筒车过多，致水不畅流;……;下堰
因之水势不旺，天旱缺水，不能栽种”［4］450。
水利纷争产生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
素，具体到不同地区而言这两种因素的主次关系亦
有变化。就清代川北地区的水利纷争而言，水资源
分配的不合理性、管理的无序性以及堰水水权的不
明晰性等社会因素是引发纷争的主要原因，若时值
天旱则会加剧纷争。因此，对于渠堰水利工作而言，
合理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保证正常用水秩序的关
键。
二、水资源管理制度
(一)分水原则
各灌区间确立分水原则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
决用水矛盾，同时各种类型的分水原则背后都隐含
着一个共同的概念———“水权”瑐瑡。汇入渠堰的水资
源已经具有公共产品的排他性［5］166，任何人想要分
享堰水，均需付出相应的代价即履行一定的义务，而
享受灌溉之利则是堰民权利的表达。但堰水资源通
常是有限的，如何在堰水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保证整
个灌区用水的公平性，便是“分水原则”的主要功
能。明清的水权基本上采用渠岸原则和均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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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瑐瑢。而本区的分水原则既有对这两种原则的因
袭，亦有独创变通之处。本文主要考察清代本区农
田用水的均分原则。
1．“计亩均分”:河堰的分水原则
清代本区河堰的分水原则的形成，经历了一个
从无到有的过程。几道大型河堰始建后并未确立相
应的分水办法，在水利纷争屡发之后，时人方才订立
分水原则，以期实现均水利、杜争讼之目的。如绵阳
县与三台县共用之惠泽堰，绵竹县的官渠堰、硼砂
堰、龚宋堰之间的水利纷争均是由无明确的分水原
则，进而导致用水不均所引起瑐瑣。总体观之，清代本
区的主要分水原则是“计亩均分”，方志中相关水利
记载所用“照田量分水”、“以田亩均水”等语均是
“计亩均分”原则的同义表达。兹胪列一二以为佐
证。道光《绵竹县志》卷十《水利》云:
绵江河口为官渠、硼砂、( 龚) 宋家三大堰
分水总口，向来未定放水时刻，每至争讼。乾隆
二十二年知县陈天德查照田量分水，按十二时
燃香启闭。瑐瑤
乾隆《射洪县志》卷二《塘堰志》论及广寒堰之
分水原则时，亦云:
按是堰之成，众捐钱一千三百余两，各田户
计亩出银一千七百余两。太和镇、杨家纳镇、三
坝改田得二千四百余亩，分其右支凿石南引谢
家坝灌田六百余亩。于堰口山内、山外设立分
水牙石，上渠水口四尺九寸二分; 中渠水口一尺
六寸三分;下渠水口一尺三寸。如有私凿牙底
盗水者，查出送官惩办，刻立堰规，永远遵守，通
力合作，计亩均分。瑐瑥
另外，即使是灌田规模不如上述河堰之大的泉
堰，亦采取“刻石为平梁以尺寸分水，以田亩均水”瑐瑦
的分水原则。
上述材料不但表明各灌区间应当怎样分水(分
水原则) ，同时对如何进行分水(分水的技术方法)
也有规定。分水的技术方法，最主要的是确立水期、
水额:水期是用水的期间;水额是使水的定额，又叫
额水［6］79。从本区实际情况来看，同县内的不同灌
区间主要按水期分水。如绵竹县的官渠堰、硼砂堰、
龚宋堰，于绵江河上共用一分水总口，三堰间按水期
进行分水，通过燃香分段计时的方法，轮流启闭分水
闸门。具体分水时段为:
官渠堰分得寅、卯、辰、巳、午、交未时上四
刻止，燃香六尺六寸。硼砂堰分得未时下四刻
至申、酉、戌三时止，燃香四尺二寸。宋家堰分
得亥、子、丑三时燃香三尺六寸。周而复始，不
许混乱。每年三堰各公举一人为看香堰总，按
时照刻开闭轮放。自三月初一起至六月初一
止。瑐瑧
三堰分水的时段已精确到“刻”，这既是分水手段完
善的体现，亦是农业灌溉用水稀缺性瑐瑨与珍贵性的
有力证明，即使在水资源丰富的川中地区亦不例外。
同一灌区内各渠之间则按照水额分水。射洪县
的广寒堰，建成后便在其堰口设立分水制石，在上
渠、中渠、下渠间据所溉田亩之多少，分凿水口瑐瑩。
梓潼的宏仁堰、彰明的长青堰则通过规定各引水渠
的规格的办法来均水额瑑瑠。另外，惠泽堰灌区亦采
用设立分水制石的办法进行分水，其分水办法是于
惠泽堰主渠上设四道石平分水。其一为“山边沟一
处，久经受灌之田，因沟水入堰即于其地另立石平凿
口八寸”;其二为左家岩处，因修堰挖毁此处田地，
故设石平一道，凿口一尺一寸;然后所余之水为“潼
绵均分，汇于樊家沟，各设立大石平一道，潼属凿口
六尺四寸;绵属凿口六尺，由是而水田皆均矣”［7］89。
此种分水方式是综合考虑惠泽堰上下游各灌区的利
益后作出的决定，对于维持分水均势、消弭水利纷争
有着明显效果，亦为两县堰民所接受。这里需指出
的是，惠泽堰的分水方法除体现了明清时期一般的
分水原则瑑瑡外，还体现了“补偿原则”。所谓补偿原
则是指因修堰需要而对原有水利设施产生破坏或占
用农田进而造成损失，堰成后以一定方式给予补偿。
惠泽堰所采用的补偿方式便是增开堰口。惠泽堰未
修之前，绵阳“旧有山边沟一道，引取山水灌溉，嗣
大堰功成改沟入堰”;又有“左家岩一处自开堰以
迄，续修挖毁左姓民人田地颇多，所毁之田议开水口
以资灌溉”。最终，两县堰民决定分别于山边沟入
堰处与左家岩处，另立石平两道:一开口八寸，一开
口一尺一寸，分水以资补偿瑑瑢。
2．限制数量:筒车堰的分水原则
清代，筒车在川北农田水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筒车的使用对水量与流速都有一定要求。王祯在
《农书》中便就如何在水力不足的情况下使用筒车
提出了对策:“若水力稍缓，亦有木、石制为陂栅，横
约溪流，旁出激轮，又省工费。或遇流水狭处，但垒
石敛水凑之，亦为便易。”［8］623具体到本区的实际运
用中，此两种方法可总结为“堵水”与“夹水”。“堵
水”是指在筒车前方安设石板，称为“门坎石”，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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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夹水”是指于筒车两侧安设石板，称为“夹
石”，以提高水的流速。此方法虽可保筒车正常运
转，但若在同一水域内筒车分布比较密集，如有数架
筒车采用此法，势必会影响其余筒车的正常汲水，纷
争便由此而起。所以，筒车堰的分水主要侧重于规
定同一水域内筒车的数量与其门坎石、夹石的使用
规格。从咸丰时梓潼县令张香海裁决宏仁堰水利纷
争的判词中，便可窥见筒车使用规则之一二:
断得:覃文治、( 覃) 学周等小筒车十一架，
既无坎石阻水，夹石亦修砌不窄，距下坝亦远，
饬令照旧管业。裴有元等大筒车三架，轮戽高
大，元因水低田高，非小车所能灌溉。惟门坎石
尺寸过高，夹石尺寸太长，核与道光十二年，冯
寿祥等丈量定准尺寸不符，着裴有元等三处，将
大筒车三处内夹石改小，长以五尺为则，宽以六
尺五分为则，门坎不留。其小筒车一十一处，夹
石仍留门坎，不准复安筒车，不准改大。［9］445
宏仁堰修竣于乾隆四十年(1775) ，堰成后为杜纷
争，政府便规定了堰内东、中、西三大支渠的规格，令
“每年栽插时，使水从下而上，灌溉田亩”，且“堰渠
车水，只准用龙骨车，不得系扎筒车”。后来，随着
需溉田亩的增多，堰渠内私架筒车的现象十分普
遍瑑瑣。每值需水栽插时，大小筒车竞相转动提水，严
重影响了下游的正常灌溉。堰民间“争水互殴”事
件时有发生。上述材料所反映的内容，便是咸丰八
年(1858)梓潼县令对宏仁堰内筒车的使用办法所
作的严格规定:一律禁止使用“堵水”的门坎石;夹
石的规格亦有定制。同时，对每年用水高峰期，三大
支渠的分水办法亦有明确规定:
每年放水之期，东沟应管田亩较多，系属长
流; 中沟自活佛寺分水沟以下，作为三段，三天
三夜;西沟两天两夜。先尽下坝，五日夜之后，
上坝再行均放。每年放水十日内，裴、覃坝让出
五日五夜不得转动筒车。如若不分沟渠，私行
挖截，恃强估放，许令堰长指名禀就，除将田地
入官，仍治以应得之罪。［9］445
另外，张香海虽对以前各坝私添筒车的行为不
予追究，但对以后“敢于十四架筒车处任意私添，筒
车折毁送官，严加惩治”。可见，为保证宏仁堰的正
常用水秩序，筒车的数量受到严格的限制。
无独有偶，同样的情况在川北的彰明县瑑瑤亦有
发生。订立于光绪元年(1875)的《彰明县长青堰告
示牌》详细地记述了该县因筒车过多引起的纷争以
及最终的解决办法:
照得彰明县长兴、兴源、青莲三堰士民，屡
次争水互控，经本府亲历查勘，其争水之故，皆
因上、中两堰筒车过多，致水不能畅流;……;下
堰因之水势不旺，天旱缺水，不能栽种。今为度
量上中两堰田亩、地势，准其扎筒车七十五架，
足资灌溉。……凡有筒车之处，不准再用脚车。
其筒车每架下安小石碑一方，自第一号起，至七
十五号止，不致错乱。［10］451
从以上两堰的实例可看出，筒车堰分水的主要
原则是限制筒车的使用数量。而此种情况主要是针
对提灌堰水的筒车，对于那些架设于江河沿岸的筒
车便无此顾虑瑑瑥。另外，若遇水不敷用时，其他沟渠
相对于筒车亦有优先用水权。概言之，筒车堰的分
水原则是在保证整个灌区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作出
的综合抉择，也体现了传统分水原则中“均平”的理
念。
(二)日常堰务管理
从清代本区几大堰的实际情况看，日常堰务管
理主要包括征收水费、维修渠堰，以及调解水利纷
争。前文部分内容对水利纷争及其调解办法已有所
涉及，故此不赘。下面从水费征收与渠堰维护两方
面来探讨清代川北地区农田灌溉设施的日常管理方
法。
1．水利经费的征收
古代水利经费的征收与水利设施的维护直接相
关［10］19。清代四川的水利经费征收以都江堰为例，
其来源主要有四:摊派、税收、捐赠、生息［7］45。而清
代川北地区水利经费的征收来源，则是以摊派为主、
以捐赠为辅。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本区关于水
费征收的记载，主要反映的是兴修水利工程时资金
的筹集办法，而对于日常管理的经费则较少谈到。
因此，这里着重论述开堰时资金的募集办法瑑瑦。
综合考察了绵竹惠泽堰、梓潼宏仁堰、三台永成
堰、射洪广寒堰的水利经费征收实例后，得知清代本
区大型的河堰采取“按亩摊派”的方式来征收开堰
费用，而具体的征收标准则是每“十亩抽一亩五
分”，即每十亩受灌的田按一亩五分田的价格出资。
如，宏仁堰始筑时“众议堰成时，凡用水之户，每田
十亩，抽一亩五分以偿兴修之费”［9］424。惠泽堰竣工
后也有“每十亩抽一亩五分”的规定瑑瑧。永成堰成
后，“照惠泽堰例，十亩抽一，以偿工本”瑑瑨。这里需
要指出的是，此种按灌溉面积的 15%作为渠堰兴修
64
第 4 期 陈桂权:清代川北地区的水利纷争与水资源管理制度
费用的做法，明显具有一次性特点。以宏仁堰为例，
其灌溉面积为 2250 亩，按 15% 的原则，即征收
337. 5 亩田的价格作为修堰的工本费。征收经费的
主要目的是偿还修堰时乡绅或包工头所垫付的成
本。明清时期农田水利建设施工的重要变化之一，
便是募集制较多地被运用［11］。从本区几道大堰修
建情况看，通常是由包工头或乡绅先行出资垫付开
凿费用，待堰成后，再由享受灌溉者出资偿还瑑瑩。此
种方式颇有现代私人承包工程的意味。
另外，用于日常渠堰维护的经费也是按照摊派
方式征收的。至于如何摊派，现在看来，至少有两种
方式。其一为按用水尺寸进行摊派，如惠泽堰的维
护。乾隆四十六年(1781)堰民对其渠道进行了一
次平整，“费钱八百余缗”;事后便规定修理之费，
“按照水户摊派，每寸水摊派钱一千四百文”;乾隆
四十七年(1782) ，岁修费钱“五百缗有余，俱照水寸
分派”。后来此种摊派方式便成为惠泽堰水利经费
征收之成规瑒瑠。为便于统一管理，惠泽堰制定有专
门的水册以记载水户姓名及占水分寸。水册制的实
行是明清用水管理制度的一大进步。此种用水管理
制度萌芽于元后期，形成于明代，到清代达到顶
峰［12］66。而与一般水册内容不同的是，惠泽堰所用
的水册，仅有“水户姓名”与“占水分寸”两项，其主
要目的是为规范用水秩序，明确水利经费的征收依
据瑒瑡。其二为按所灌亩面积摊派。如梓潼宏仁堰之
规定:
每岁修淘，……，一切费用，于用水各户照
田亩均摊出备，并设催头八名，开单分催交纳
应。［9］424
以上两种水利经费摊派方式，从根本上讲都是
“按地定水”的分水原则的体现。所不同的是，“按
田摊派”的方式是“按地定水”原则的直接体现，即
“按地定水 →” “按田摊派”;而“按分水尺寸摊派”
则是“按地定水”原则的间接体现，即“按地定水
→
”
“按尺寸分水 →” “按分水尺寸摊派”。各堰
通常有专人负责水利经费的征收，如梓潼宏仁堰便
设有“催头”八名以征收经费。
2．渠堰维护
渠堰的日常维护是保证正常用水的关键措施，
通常包括按时的“岁修”与及时的“抢修”两项措施。
所谓“岁修”是指在头年冬天或第二年春天进行淘
浚堰口、修补堰渠以保证来年正常用水的例行维修。
而“抢修”则是指遇到意外事故临时组织人员对堰
渠进行的及时维修。这里主要从组织管理与资金来
源两方面对川北地区农田水利设施的“岁修”制度
作一简述。笔者从数十部方志中，仅爬梳出四则谈
及本区“岁修”制度的材料。为便分析，兹将其胪列
如下:
其一《惠泽堰记》:
……并令而属以后举堰长数人，经理岁修
事宜。届期堰长司其事而督之，以官使无彼此
参差之见。瑒瑢
其二《兴修宏仁堰碑记》:
……自兹以往，堰堤沟渠，每岁修淘，设立
堰长四名，轮流报替，经理修筑疏浚之事。［9］424
其三《彰明县长青堰告示牌》:
……其每年应修工资，着仍照旧规，摊派各
堰。堰长自行收钱维修，以免包工渔利。［4］451
其四《蓄水说》:
……每年早春濬治沟渠，季春拨水归田。
……至次年开春，度灯节后，始理田务治堰
渠。瑒瑣
从上述材料可知，渠堰的“岁修”事务主要由各
堰堰长负责。堰长制是清代普遍采用的农田水利设
施管理制度。堰长通常由各堰推选或官府指定，负
责经理岁修、征收水费、调解纷争等日常堰务管理。
堰长制的推行是堰民自我管理的重要体现，对渠堰
的维护有着重要作用。清代在各小型水利灌区内，
堰长更是维护水利灌区正常秩序的重要保证。各堰
岁修事宜是堰长负责的重要事宜，而日常渠堰维护
所需经费主要来源于堰民所缴纳的水利经费。
三、结语
消弭纷争、制定并实施公平合理的用水制度是
水利管理的主要任务。从清代川北地区几起典型的
水利纷争看，纷争肇始的原因主要有分水原则的不
公平性、使水权利与引水义务的不对等及管理失当
等社会因素。通过研究清代川北地区的水利纷争与
水资源管理制度，我们从中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点可
兹借鉴的水利管理经验:其一，公平合理的用水制度
是保证水利灌溉正常秩序的必要前提。如何才能保
证用水制度的公平性?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用水制
度时，既应充分考虑历史的因素，更要从现实出发确
立公平合理的用水制度［1］73;其二，对于那些地跨两
县的水利灌溉设施，必须要设立统一的水利管理机
构以精简管理的层级，提高管理效率，且水利管理机
构需隶属于高一级的行政机构管辖以保证其行使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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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公正的管理职能;其三，同一县内各灌区间的水
利纷争，可以通过明确用水秩序、加强管理等措施防
患于未然;最后，对堰民如何取得水权也必须要有明
确的规定，对于逃避水利义务的行为必须严厉加以
制裁。
总之，公平合理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实现水利
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今天我们在进行基本
农田水利建设的同时，对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建设也
不可缺失。
注释:
① 陈渭忠:《成都平原近代的水利纷争》，《四川水利》2005 年第 5
期，第 55 － 57 页;谢继华:《民国时期都江堰灌区水费及水利纷
争研究》，四川大学优秀硕士毕业论文 2005 年。
② 本文所定义的清代的川北地区主要包括:保宁府、潼川府及直隶
绵州，辖下 20 县。
③ 对于清代以前两县均分水利的情况，时人罗锦在《火烧堰记》中
道:“石亭江为绵、什交界水利均分。彼两堰，此亦两堰。江之
上流曰牛挽磨则分而注于新堰;江之下流曰横板石则分而注入
火烧堰，皆吾绵之古堰。”见:民国九年(1920)《绵竹县志》卷三
《田赋志·水利》，第 36 页。
④ 清代以前，石亭江的上游分别为绵竹的新堰与什邡的朱家堰，江
之下游分别为绵竹的火烧堰、什邡的李家堰。明清之际绵竹的
火烧堰与新堰毁于战火。康熙五十四年(1715) ，在县令王谦言
的倡导下，绵竹欲复修二堰，但遭什邡堰民的反对。在两县县令
的调解下，最终同意绵竹复开火烧一堰。两县的水利纷争便肇
始于此。
⑤ 民国九年(1920)《绵竹县志》卷三《田赋志·水利》简要记载两
县水利纷争史，云:“迄康熙五十四年，两县人民因争夺水涉讼
……，然其后历有控争，旋告旋结，几与清代相终始。从康熙五
十四年起，中间如乾隆十九年、二十七年、三十五年、四十六年。
道光元年、二年、二十六年，历咸、同、光、宣，逮今岁民国八年迭
酿争控之案。”实际上，两县的水利纷争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
后。1963 年四川省对火、李二堰进行一次全面维修与改造并调
整两县分水比例后，才最终得以解决。
⑥ 嘉庆《什邡县志》卷 9《水利志》，第 28 页。
⑦⑧ 民国《绵竹县志》卷 3《水利》，第 32 页。
⑨ 关于此次纷争的详情可参见拙文:《“一江三堰”与“三七分
水”———兼论四川绵竹、什邡二县的百年水利纷争》，《古今农
业》2011 年第 2 期，第 70 页。
⑩ 《三台县水利电力志》第四章《水利建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
社，1997 年，第 115 页。此处所记惠泽堰灌溉面积是经后来扩
建的结果，而清时其灌溉面积不过 2 万余亩。
瑏瑡 同治《直隶绵州志》卷 10《水利》，第 1 页。
瑏瑢 时任四川总督黄廷桂。
瑏瑣 民国《三台县志》卷 2《舆地志·堤堰》，第 26 页。
瑏瑤 同治《直隶绵州志》卷 10《水利》，第 2 页。
瑏瑥 惠泽溪，位于两河回流之处，水面颇高，水势不急不缓，且惠泽溪
堰口，高于樊家沟之出口六尺六寸，纵使春水微弱时，亦有水灌
溉，故定于此开堰口，堰名由此而来。
瑏瑦 至此，官府共拨银 5130 余两，用于惠泽堰之修建。
瑏瑧 民国《绵阳县志》卷 1《水利》，第 63 页。
瑏瑨 熊绣，为绵阳生员，家故饶，距堰三十余里有田二十余亩，无所需
堰，乃毅然以垫修为己任……罄其产费万余金，工垂成，熊生老
矣。其子承父命继其事。见林儁:《惠泽堰记》。
瑏瑩瑑瑢 林儁:《惠泽堰记》，载《直隶绵州志》卷四十九《艺文志》，第
89 页。
瑐瑠 同治《直隶绵州志》卷 10《水利》，第 10 页。
瑐瑡 水权是指水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汲水权)。从民法的角度
讲，所有权是指主体对一定的物、精神财富所享有的占有、使用、
收益、处分的权利，属于绝对权、对世权和排他权。水资源所有
权同一般所有权的区别在于，一般所有权可以通过四项权能的
不可分割的完整掌握而实现经济价值，满足主体的需要，而水资
源由于其客体的独特物理特性，使主体不能在实际上实现完全
的占有而且必须通过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而实现其价值，因
此在确定了所有权归属之后，使用权的确认、保障和让渡等就成
了水权制度的核心。见行龙主编:《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
社会》，第 167 － 168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年。
瑐瑢 所谓渠岸原则就是所拥有的土地在渠道两侧的一定范围之内，
其所处的地形和位置又符合引水灌溉的技术条件的农民都有理
由获得灌溉水资源的合法使用权。这是在技术条件限制之下，
保证水资源最大限度利用的基本原则。在同一灌区内，灌溉用
水在不同村庄之间根据田亩采用均分原则。参见行龙主编:
《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山西社会》，第 169 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瑐瑣 林儁:《惠泽堰记》，载《直隶绵州志》卷四十九《艺文志》，第 89
页;《绵竹县志》卷十《水利》，第 5 页。
瑐瑤 道光《绵竹县志》卷十《水利》，第 5 页。
瑐瑥 乾隆《射洪县志》卷二《塘堰志》，第 43 页。
瑐瑦 同治《德阳县志》卷九《水利志》第 1 页。
瑐瑧 道光《绵竹县志》卷十《水利》，第 5 页。
瑐瑨 此处“水利资源稀缺性”是相对而言，即指每年稻田用水的高峰
期内，各灌区间争相用水，短期内水资源是不敷使用的。材料
中，三堰间每年仅在三月初一至六月初一间，执行按时分水的方
法，便是这个道理。
瑐瑩 前文材料已有引述，见《射洪县志》卷二《塘堰志》第 43 页，乾隆
五十一年刻本。
瑑瑠 彰明县规定:“长兴、兴源、青莲三堰水沟:三堰一律修宽三尺五
寸;深:上堰五尺，中堰五尺五寸，下堰六尺”;宏仁堰的水渠虽
无明确的尺寸记载，但亦有“引水沟渠宽窄深浅，注明尺寸”之
语，可见对于引水沟渠的规格，也是有规定的。参见:《宏仁堰
水规碑记》、《彰明县长青堰告示牌》，载《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
释》，四川科技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44、450 － 451 页。
瑑瑡 即渠岸原则与均分原则，见前文。
瑑瑣 咸丰八年时，梓潼县令张香海在一次实地勘察后，对宏仁堰内筒
车的使用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计从李坝起，裴有元、裴起元、方
元大筒车共三架，俱安夹石、门坎石;贾坝裴兴发、兴贵，大筒车
二架;覃学周、学政、学兴、益得、文治小筒车各一架;贾玉业、玉
珍等小筒车各二架;此十一架俱无门坎石，均有夹石;通共筒车
大小十四架。”参见张香海:《宏仁堰水规碑记》见《四川历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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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名著汇释》，四川科技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44 页。
瑑瑤 彰明县，此时归龙安府管辖，但因其地理与经济特点，本文亦将
其纳入“川北”地域概念。
瑑瑥 诸如中江筒车堰、凯江筒车堰、涪江沿岸的筒车堰都未对其使用
数量有所限制。但若上游筑堰，截断水源，亦会影响江河沿线筒
车的使用。此种情况，便不属于此处讨论之内容。参见:《三台
县志》卷二《隄堰》:“涪江筒车堰，八十余处，其车全由水力旋
转，周围系汲水筒，吸取涪江水，约灌田千余亩;凯江筒车堰，二
十三处，约灌田千余亩。创自康熙、乾隆时，近因人心险诈，紮堰
时对岸人多阻碍水利，将废。清宣统元年，陈开沚、王龙勳等通
禀劝业道周公怀孝，奉批委潼川知府朱守，会同中江知县，沿河
履勘并出示禁止对岸堰搕诈，有阻毁紮堰者，官即征究。”
瑑瑦 其实某种意义上而言，百姓在兴修渠堰时所出的资金也是水费
的一种形式。
瑑瑧 林儁:《惠泽堰记》，载《直隶绵州志》卷四十九《艺文志》，第 90
页。
瑑瑨 《三台县志》卷二《舆地志·隄堰》，民国二十年铅印本。按:广
寒堰的水费征收，照惠泽堰例，应为“十亩抽一亩五分”而不是
“十亩抽一”，可能是记载有误。
瑑瑩 《兴修宏仁堰碑记》记载:“乾隆三十一年，罗江民王化隆揽修河
堰。众议堰成时，凡用水之户，每田十亩，抽一亩五分以偿兴修
之费。”见《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释》，第 424 页;而绵州惠泽堰
也是由该州生员熊绣，独力出资开修。
瑒瑠 同治《绵竹县志》卷十《水利》云:“嗣后岁修，按所费之多寡依前
摊派，按摊派之数目分水灌田。”
瑒瑡 同治《绵竹县志》卷十《水利》云:“嗣后岁修，按所费之多寡依前
摊派，按摊派之数目分水灌田，因两处、四沟水户姓名及占水分
寸造册注明，计分一百零三户，得水共五百一是二寸五分，册二，
一送官存案，给与堰长执据。庶几水有定额，灌溉均平，强者不
得并吞，弱者不致减少，无分者不得攙越强占。”
瑒瑢 林儁:《惠泽堰记》，载《直隶绵州志》卷四十九《艺文志》，第 91
页。
瑒瑣 同治《直隶绵州志》卷 10《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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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真正的文化价值，使这条古代漕运和盐运的咽
喉要道、帝国的经济命脉、历史文化传播的重要通
路，仅仅被定位于“水利工程要道”。这种定位不仅
会制约大运河遗产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也影响到人们对大运河历史和现实作用的认知，使
大运河的价值大大缩水。
《世界遗产名录:填补空白———未来行动计划》
对文化遗产申报的类型作了明确说明，提出向尚没
有世界遗产的国家和向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如工业遗
产、文化景观和线路以及 20 世纪遗产等内容倾斜。
据此，集中了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遗产类型特征为
一体的大运河遗产，其选择的申报方式，应该有意识
地向上述申报类型倾斜，建议综合考量大运河作为
遗产运河、文化线路、文化景观或其他稀缺类型的特
点，以遗产运河为先导，以文化线路和文化景观为灵
魂进行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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